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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專論·

“古詩”何以成經典
———中國古代文學闡釋學思考之一*

李春青

［提　 要］ 　 “古詩”是指產生於東漢中後期的一批難以確定作者的文人五言詩。 它們既無華辭麗

藻，旨趣上又乖於儒家主流意識形態，然而卻受到歷代闡釋者的稱頌與模擬，無論社會政治狀況與

價值觀念如何發展，無論詩文思潮與文人審美意識如何演變，都不足以撼動“古詩”的經典地位。 這

是一種很獨特的文學和美學現象。 “古詩”之成為經典，一方面證明了中國古代“文人趣味”中包含

著一些“基本價值”，正是這些“基本價值”使得“古詩”超越時間限制，受到歷代闡釋者的推崇；另一

方面這也說明“古詩”包含著某種特殊價值，具有一種富於魅力的獨特性，以至於在千百年中沒有任

何其他作品可以替代它。 “基本價值”使“古詩”在不同時代的讀者那裡產生普遍認同感；“特殊價

值”使之在不同時代的讀者那裡都能激起新奇感。 正是這種“普遍認同感”和“新奇感”的雙重作用

使“古詩”成為千古絕唱。 在具體歷史語境中人們對“古詩”的闡釋關涉到政治狀況、文化學術走向

以及“文人身份”的形成等問題，是一種十分複雜的綜合性文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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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在中國古代詩歌史上具有極高的地位，僅次於《詩經》，庶幾與《楚辭》不分軒輊。 “詩
三百”長期居於儒家經典的崇高位置，其在詩歌史上佔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自不待言；《楚辭》以其瑰

麗華美的辭藻、奇特豐富的想象以及屈原超乎凡俗的人生經歷與人格魅力而獲得崇高地位亦在情

理之中。 然而言語修辭既樸素無華、所傳達的亦為凡夫俗子之所思所感，既沒有成聖成賢的遠大抱

負，也沒有主文譎諫的政治意識，如此這般的“古詩”何以也能夠成為被歷代詩人頂禮膜拜的文學

經典呢？ 自魏晉以後中國古代詩歌的發展呈現越來越講究辭采與韻律的趨勢，唐代以後格律詩終

於成為主流，然而無論詩歌怎樣發展，不大講求格律、仿佛肆口而出的“古詩”卻始終受到普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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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其經典地位絲毫沒有動搖，這是為什麼？ 毫無疑問，“古詩”的經典化過程本質上是一個文學闡

釋學的問題，而文學闡釋又絕非僅僅是詩文內部的事情，而是關涉到文人趣味、身份乃至社會政治、
意識形態等複雜因素，這些都值得深入細緻地考察與分析。①

一

在中國古代詩歌史上，“古詩”這個稱謂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大約產生於東漢中後期的一批無

名文人所作的五言詩，二是指在這批無名文人五言詩影響下形成的一種詩歌體裁，又稱“古風”或
“五古”。 我們這裡所要討論的是前者。 蕭統《文選》卷二十九“雜詩上”分列“古詩十九首”、“李少

卿與蘇武詩三首”、“蘇子卿詩四首”共二十六首，②這可以說是“古詩”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鍾嶸

《詩品》將詩分為“上、中、下”三品，於“上品”中首列“古詩”之目，並提到“陸機所擬十四首”及

“‘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③由此可知鍾嶸所見並判定為“古詩”的有五十九首。 鍾嶸長蕭統三十

餘歲，可以推知，蕭統所見到的古詩也不會多於鍾嶸。 這就是說，在齊梁間流傳的“古詩”大約在

五、六十首左右。 那麼，編選者或傳承者們何以在這些詩之前冠以“古”字呢？ 以理推之，蓋有二

焉：一者是這些詩年代久遠，多為無名詩人所作，即使冠名，也難辨其真偽，故稱“古”；二者是想以

之與魏晉以下諸作相區分。 如清人吳淇所云：“此以漢人選漢詩，乃於詩及樂府之上各標一‘古’字
者，所以別乎建安、鄴下諸體也。”④此言在理。

古詩的產生年代在學界是一個一直聚訟紛紜的話題，迄今並無定論。 概括起來，爭論各方的主

要觀點有三：一是東漢中後期宦遊文人作，這是當下最為人們普遍接受的觀點；⑤二是兩漢無名詩

人作，鍾嶸、劉勰及近人隋樹森等人持此論；三是曹植、王粲作。⑥本文主旨是探討“古詩”的經典化

過程中蘊含的中國古代文學闡釋學問題，無意於加入“猜想”古詩作者的行列之中。 但由於在談論

“古詩”經典化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其產生年代問題，因此筆者需要對這一問題有一個明確的

判斷。 我同意這種觀點：“古詩”包括“古詩十九首”以及“蘇李詩”等在內的那些文人五言詩的產

生年代應該在東漢中後期，即安、順至獻帝之前。 其理由除了不少學者已經提出的諸如詩歌體裁演

變、詩歌發展規律方面的原因之外，筆者以為，還可以從學術史、政治史以及相關的士大夫身份意識

的變化等因素所構成的具體歷史語境角度來加以印證。
在經學昌盛的西漢中後期與東漢前期，經學意識形態具有強大統攝作用，凡有所言說，都不免

與之同聲調。 劉師培嘗謂“兩漢之世，戶習七經，雖及子家，必緣經術”。⑦當主要是指西漢中後期與

東漢之前期而言，因為西漢前期，即高祖及惠、文、景直至漢武繼位初期，經學尚未大興於世；而到了

東漢安、順之後，經學漸漸走向玄學化、知識化道路，對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束縛已經開始松懈。 劉師

培以為即使子學也會受到經學影響，其實還不止於子學，就連詩歌這種獨特的書寫形式也同樣會帶

上經學印記。 西漢中後期至東漢前期的詩歌受《詩經》影響甚巨，形式上以四言為主，內容上則步

武經學的經世致用，所表達的都是“美刺諷喻”的大道理。 只是從安、順開始，以書寫個人情趣為內

容的詩歌才開始出現，如張衡的《四愁詩》、酈炎的《見志詩》、秦嘉的《贈婦詩》、趙壹的《疾邪詩》
等。 東漢的辭賦直承前代，原本模仿的痕跡十分鮮明，其主流同樣以潤色鴻業為目的，以鋪陳揚歷

為手法，諸如班固《兩都賦》、《答賓戲》，張衡的《二京賦》、《南都賦》之類無不如此。 但由於屈原、
賈誼為代表的楚騷傳統的影響過於強大，故而即使在東漢前期，也還有一些辭賦之作被用來表達個

體情感或“體物”，如班固的《幽通賦》、傅毅的《舞賦》等等。 及至安、順之後，抒寫個人情感以及描

寫器物和物華的作品就大量出現了，如張衡的《歸田賦》，趙壹的《刺世疾邪賦》，馬融的《笛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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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的《九思》、《荔枝賦》、蔡邕的《述行》等。 詩歌與辭賦創作的這種現象說明什麼？ 至少說明，東
漢中葉之後，士人階層的精神世界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像西漢中後期、東漢前期那種以“經明行修”
為指歸的人生追求已經遠遠不能滿足士人們的精神需要了，通經致用固然重要，而個人情趣也不容

忽視，所以詩賦在主文譎諫與潤色鴻業之餘，也開始成為生命個體離愁別緒的呈現方式了。 換言

之，詩賦作為一種表達個人情感趣味的藝術形式，到了此時方始受到普遍認可，從而獲得合法性。
顧炎武嘗謂：“東漢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⑧其實這一過程從安、順之世就開始了，只不

過是在桓、靈之時才形成大的規模而已。 《後漢書·儒林傳》載：
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牧兒蕘

豎，至於薪刈其下。 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 本初元年，梁太后詔

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自是遊學增

盛，至三萬餘生。 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⑨

蓋光武帝劉秀出身士人，嘗為太學諸生，深知儒學對於治理國家之重要，故於天下將定未定之

時即已“汲汲然式古典，修禮樂，寬以居，仁以行，而緣飾學問以充其美”了，⑩可見其對儒家意識形

態的高度重視。 光武帝開創的這一傳統經明、章、和三朝的繼承與弘揚，在 80 餘年的時間裡，不僅

經學昌盛，而且儒家倫理深入人心，成為士民日用之規範，此一時期的儒學庶幾近於“知行合一”的
學問。 與意識形態建設的成功有效相應，此期的政治也比較清明。

安、順兩朝是轉折點。 儘管博士、經生、太學生人數與日俱增，太學館舍日見增擴，但以前那種

篤實的學風卻漸漸失去了。 所謂“浮華”正與“篤實”學風相反，指不切實際的高談闊論與繁瑣考

證。 可以說，學術史上的所謂“經學知識化”、“經學玄學化”趨勢在此時已經開始了。 也是在這一

時期，宦官、外戚把持朝政漸成為常態，像梁冀這樣驕橫跋扈的權奸已非特例。 君主昏庸，朝綱紊

亂，公然賣官鬻爵的現象已成風氣，所謂“政荒於上而風清於下”的奇特現象也開始形成。 正是在

這樣的歷史語境中，士人階層與大一統政權離心離德的情緒便開始彌漫開來：“外戚、宦官走進朝

堂，士大夫就必然退回田裡，這幾乎也是中國史上的一個規律……自順帝時起，當時的士大夫就相

率毀裂冠帶，避禍深山。”即使沒有“避禍深山”，仍然留在官場的的士大夫，他們的精神也不再與

朝廷同心同德了。 這些自幼受到系統儒家經典熏陶的讀書人，看到現實中的一切都與書本上的道

理剛好相悖，其政治理想與人格理想的雙重破滅是不可避免的。
這些在精神上開始獨立於朝廷的士大夫除了繼續研讀經學、聚徒講論之外，詩賦的創作也逐漸

成為他們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於已經不再認同現實政治，他們也自然就失去了歌功頌德、
潤色鴻業的興趣，也無須板起面孔講大道理，於是抒發個人離愁別緒也就成為詩賦創作主要內容。
像“古詩十九首”、“蘇李詩”這樣的文人五言詩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才有可能大量問世的。 這

些詩既沒有慷慨激昂的大志向，也沒有美刺諷喻的寓意，所表達的純粹是個人的情感體驗。 這種情

感體驗不是後世文人面對春花秋月、風卷雲舒所產生的瞬間審美體驗，也不是官場失意之後縱情山

水的自我安慰，這是一種對人生和生命整體上的消極體驗，其所寫之景與所述之事無不成為這種消

極生命體驗之表徵。 所以，“古詩”所體現出來的這種像深秋一樣低徊悲涼的情調可以說是東漢社

會由盛而衰的文學表達，是以經學為核心的國家意識形態崩壞的感性顯現，也是知識階層積極進取

精神破滅之後的迷茫惆悵之感的宣洩。 總之，東漢自安、順兩朝之後，朝政由前期的較為清明轉而

為黑暗，學風上由前期的較為篤實轉而為浮華，士人心態也由前期的較為積極轉而為消極———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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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古詩”產生的重要原因。
從另一個角度看，西漢乃至東漢前期，“詩”一直都是一個很神聖的字眼，這當然與《詩經》為

“五經”之一有直接關係，此期典籍中的“詩”或“詩人”基本上都是指《詩經》及其作者而言的。 那

麼從何時起“詩”與《詩經》分離出來獲得獨立性呢？ 換言之，文人們的個人創作從何時才稱之為

“詩”的呢？ 看《史記》、《漢書》等史籍，除去帝王或官方禮樂活動之外，士大夫個人創作稱之為

“詩”的極為少見，最早的是《漢書》卷七十三所載韋孟的兩首詩，即《諷諫詩》與《在鄒詩》。 韋孟是

西漢初期人，嘗為楚元王傅。 這兩首詩均為四言，內容主要是敘述家族歷史，表達諷喻之義，風格嚴

整肅穆，近於《詩經》之《大雅》。 由於當時士林中並沒有個人模仿《詩經》作詩的風氣，故而有人懷

疑是“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

西漢時期如韋孟這樣公然擬經作詩的很少，而作“歌詩”者卻很多。 “歌詩”大都是用於祭祀或

其他典禮活動的，都是為已有曲調填寫的歌詞，用之於演唱，故稱之為“歌詩”。 例如：“明年正月，
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 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歌詩。”又：“王乃為歌

詩四章，令樂人歌之。”又：“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
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由於歌詩主要是用來唱的，所以形式上就比較靈活，以協律為准。 如武

帝為思念李夫人而作的《李夫人歌》：“是邪，非邪？ 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此外高祖之《大
風歌》，武帝之《秋風辭》均屬此類。

這類“歌詩”既不同於後來文人們創作的四言詩、五言詩，也不同於採自民間的“趙、代、秦、楚
之謳”，即樂府詩，而主要是一種是流行於西漢宮廷與貴族之中的詩歌形式。 其受楚辭影響較大，
但又沒有辭賦那麼大的篇幅，是一種楚調之歌詞，也就是說，早期的“歌詩”實際上就是所謂“楚
歌”。 《漢書·藝文志》載“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可見西漢時期這種詩體是比較發達的。
武帝之後朝廷設立樂府，收集整理了許多詩歌並入樂，但“樂府”與“歌詩”並不等同：凡是“樂府”
都是“歌詩”，但並不是所有的“歌詩”都是“樂府”。 “樂府”主要採自民間，“歌詩”則主要是帝王和

貴族所作。 到了東漢中葉以後，隨著無須歌唱的文人五言詩的興起，這類“歌詩”就漸漸衰落了。
《漢書》、《後漢書》等史籍中載有不少民間歌謠，以五言成句，文辭質樸，多表達下層百姓對當

政的不滿。 如成帝永始、元延間尹賞為長安令，執法嚴酷，“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 桓東少

年場。 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光武帝建武年間，樊曄為天水太守，執法嚴猛，奸人畏懼，“涼
州為之歌曰：‘遊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 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 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 嗟

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此外，在兩漢樂府中也收有不少五言的作品。 後來這種五言體歌謠經

過某種渠道影響到文人士大夫，從而也成為文人五言詩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總之，我們所說的“古詩”，既不同於那種近於“楚歌”的“歌詩”，更有別於擬經的“四言”詩，倒

是比較接近收進或沒有收進“漢樂府”中那些五言的民間歌謠。 換言之，兩漢那些五言的民間歌謠

和樂府詩應該是文人五言詩的母體。 這也就意味著，西漢至東漢前期，在社會上層以“歌詩”和“四
言詩”為詩歌主流，下層則有大量民謠民歌，其中有一部分為五言。 只是到了東漢中後期，文人五

言詩才發展起來並取代“四言詩”和“歌詩”而成為主流詩體。

二

“古詩”何以會受到後世文人推崇而成為經典呢？ 這原因肯定是十分複雜的而非單一的。 下

面我們將結合具體歷史語境分析“古詩”成為經典的原因，並從闡釋學角度考察詩文評在“古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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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化過程中的作用。
根據現有記載，最早關注“古詩”的是西晉時期的陸機。 《文選》卷三十“雜擬上”列“陸士衡擬

古詩十二首”，分別擬“古詩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今日良宴會”等，唯其中“擬蘭若生朝陽”
所擬詩不在“十九首”之列而見錄於徐陵《玉臺新詠》。 “擬東城一何高”即擬“十九首”中的“東城

高且長”。 陸機本人就是著名詩人，又出身江左巨族，他的擬作對提升“古詩”的地位無疑有重要作

用。 中國古代詩歌的發展呈現前後相繼的明顯印記。 模仿前人詩歌基本上是詩人學習創作不可避

免的環節。 但是“擬作”卻是不同尋常的，是詩人對原作最大程度的肯定，當然也是原作經典化過

程中最主要的環節之一。 陶淵明在唐以前地位遠在謝靈運之下，北宋以後，由於蘇東坡破天荒地作

了一百多首“和陶詩”，淵明在詩歌史上的地位就大大提升了。 相比之下，“擬作”比“和詩”的意義

更大。 蓋“和詩”是與所和者平輩論交，只是尊重而已；“擬”則是把所擬者視為學習、模仿的對象，
帶有敬仰之意。 魏晉時期擬古之風頗盛，從《詩經》到《楚辭》、從《漢樂府》到“古詩”均有大量擬

作，被擬者必定是經典。 在陸機之前“古詩”肯定算不得經典，因而作為第一位擬“古詩”者，陸機在

“古詩”經典化過程中的作用自不待言。 再加上陸機擬作有較高水平，為南朝詩人激賞，其對“古
詩”聲譽之積極影響因而倍增。

除陸機之外，《文選》還收錄陶淵明擬古詩一首，袁淑“效古詩”一首、劉鑠“擬古”二首、王僧

達“依古”一首、鮑照“擬古詩”三首、范雲“效古詩”一首。 另外還收錄江淹“雜體詩三十首”，其中

也有不少是模擬“古詩”。 所列這些“擬古”之作其所擬詩既有“十九首”之中者，亦有其他古詩。
這表明，從西晉到南朝，“古詩”已經成為詩人們學習、模仿的經典了。 至於後世，從隋唐以迄明清，
仿效、模擬“古詩”的作品就不可勝計了。 如此說來，是擬作最早使“古詩”從民間流傳的無名氏之

作成為經典的。
在擬作之後，最早對“古詩”經典化發揮重要作用的則是詩文總集和類書的編選。 “古詩十九

首”作為一個整體最早見於蕭統《文選》，應該是他在眾多“古詩”中精心挑選出來的。 “古詩十九

首”之名亦由此而來。 關於“古詩”的編選，明人鍾惺嘗有一段很有意味的話：
昭明選古詩，人遂以其所選者為古詩，因而名古詩曰“選體”，唐人之古詩曰“唐選”。

嗚呼！ 非惟古詩亡，幾並古詩之名而亡之矣。 何者？ 人歸之也。 選者之權力能使人歸，又
能使古詩之名與實俱拘之，吾其敢易言選哉？

鍾惺在這裡即指出了選本在“古詩”經典化過程中的雙重作用：一方面是使原本籍籍無名的古

詩成為“古詩”，為後世所欣賞、模仿，從而成為經典；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人們的視界，被編者所選擇

的作品所限制，從而遮蔽了歷史上古詩的真實面貌。 鍾惺對選本的這種“使人歸”的權力的認識是

精辟的。 朱自清先生嘗云：
古詩原來很不少，梁代昭明太子（蕭統）的《文選》裡卻只選了這十九首。 《文選》成

了古典，《十九首》也就成了古典；《十九首》以外，古詩流傳到後世的，也就有限了。

這說明《文選》對於“古詩”流傳的既有重要意義，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人們關於“古
詩”的了解與理解。 《文選》在唐代已經成為經典，民間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說。 但隨著古文

的崛起，從韓愈到歐陽修，從唐末以迄宋明，以偶文韻語為主的《文選》就不再那麼被視為經典了。
然而與那些曾經備受推崇的辭賦與駢文不同的是，“古詩”並不與《文選》共浮沉，而是始終受到文

人士大夫們的青睞，其經典地位一直保持穩固。 這或許說明“古詩”比《文選》中那些駢偶之文更有

生命力。 但無論怎樣，《文選》在“古詩”經典化過程的重大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稍後於《文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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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徐陵編的《玉臺新詠》，其中屬於我們所說的“古詩”範圍的有“古詩八首”、“枚乘雜詩九首”、“蘇
武詩一首”、“班婕妤怨詩一首”計 19 首。 《文選》和《玉臺新詠》都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影響極大

的詩文選本，得入選的作品都因此傳世，有許多則因此而成為名篇。 唐初編纂的大型類書《藝文類

聚》收錄“古詩”（包括“蘇李詩”）共 28 首，其中有一些作品是《文選》和《玉臺新詠》所未收的，亦對

於“古詩”的保存與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唐時期的徐堅等編纂的類書《初學記》中收五言“古
詩”14 首（包括李陵贈蘇武詩 4 首），其中也有《文選》、《玉臺新詠》、《藝文類聚》所未收的。 其他如

佚名的詩文集《古文苑》、明代鍾惺和譚元春的《古詩歸》、馮惟訥的《古詩紀》、清代陳祚明的《採菽

堂古詩選》、沈德潛《古詩源》等，都收有不少漢魏的文人五言詩，這對於“古詩”的經典化無疑起到

了重要作用。
擬作、選本、總集和類書對於“古詩”之成為經典具有重要作用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這些書籍的

編纂者們為什麼都看重這些古詩呢？ 這自然不是偶然的，這說明這些作品在他們眼中有著獨特魅

力。 這種魅力究竟為何？ 在不同時期人們的眼中這種魅力是不是完全相同？ 這些都需要對不同時

代的闡釋進行細致分析方可明了。 換言之，“古詩”之成為經典，更重要的乃在於這些作品與歷代

闡釋者之間的相互生發與契合上。
法國漢學家讓- 皮埃爾·桀溺有一段很精辟的話值得注意：

事實上，《古詩十九首》的榮譽不是竊取得來的，它們實行了一種文學上的革命，從而

開創出了一個新世紀。 它們深深地植根於過去，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詩經》，還可追溯

到《楚辭》。 無論就其民歌的形式，還是就其哲學思想，這些作品都屬於自己的時代。 《古

詩十九首》成功地綜合了所有這些方面的特點，創造出新詩體，表現出新精神。 在它的熔

爐裡，更熔鑄了傳統作品、民間藝術和現代思想，這種結合便產生了古典詩歌的雛形。

這段話揭示了“古詩”成為經典的兩個至關重要的原因：其一，“古詩”代表了詩歌發展的一個

新時代的降臨，具有革命性意義。 從形式上看，“古詩”是五言詩這一新的詩歌體裁最早的代表者，
從內容上看，“古詩”所表達的是屬於一個新時代的思想情感。 這就使它成為堪與《詩經》、《楚辭》
相提並論的典範。 其二，“古詩”的出現並非偶然現象，它是《詩經》、《楚辭》以及民歌三大詩歌傳

統交融互滲的產物，是詩歌發展合乎邏輯的結果。 這種看法毫無疑問是准確而深刻的。 假如沒有

《詩經》、《楚辭》和《樂府》所代表的詩歌傳統的長期浸潤，“古詩”是無從產生的，而假如沒有“新世

紀”和“新精神”的驅動，“古詩”即使產生也絕不會有那麼強大的生命力。 那麼，剩下來的問題就

是，這裡的“新世紀”、“新精神”和“現代思想”應該如何理解呢？ 還是那句話：究竟是什麼在不斷

撥動著歷代論者的心弦呢？
究竟什麼是“古詩”所負載的“新精神”，這無疑是一個極有追問價值的問題。 一種新的學術，

抑或一種新的文學藝術，除了言說方式，即文體、修辭上的變化之外，最重要的乃是其所負載的“新
精神”。 我們有理由說，這種“新精神”正是使“古詩”成為千古文學經典的最重要的原因。

那麼究竟什麼是這種“新精神”呢？ 在我看來，它既不是什麼成聖成賢的道德自我訴求，也不

是什麼治國平天下的歷史使命感，它就是“文人趣味”。 那麼什麼又是“文人趣味”呢？ 要想真正了

解“文人趣味”首先必須明了什麼是“文人”。 在這裡我們所說的“文人”是指一種身份，即“文人身

份”。
凡是具有文人身份的人均可稱之為“文人”。 文人身份不是一個可以和“士人”、“士人階層”

互換的概念，“士人”是一個社會階層的稱謂，其最根本的規定性是讀書，次級的規定性是做官。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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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中國古代的知識階層就是士人階層。 有知識並有可能做官的人就是士人，但不一定是“文
人”。 “文人”是指在士人階層中一部分有“雅好”的興趣和能力的人，他們除了熟知經史之外，還善

於創作詩詞歌賦、琴棋書畫並且在其中表達“文人趣味”。
“文人趣味”是指一種個人化的情趣，不同於士人階層所具有的那種普遍性趣味：讀書做官以

及修齊治平、美刺諷諫之類。 “文人趣味”是指男歡女愛、離愁別緒、莫名惆悵以及對生命的自我感

知與體驗、對自然景物的美感等等個體性經驗。 所以有人雖然也吟詩作賦，卻也未必就是“文人”，
例如屈原用辭賦來抒發忠君愛國之情以及見疏於君主之後的悲憤，所表達的都不是“文人趣味”而
是一種政治情感，故而屈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人”，甚至也不是真正的士人，他是一個貴族。

有些士人是兼具“文人身份”的，有些士人則始終與“文人”無緣。 政治家、學者、文人（文學藝

術家）都有可能是“士人”所具有的身份，或居其一，或居其二，或三者兼備。 以宋代士人為例，像歐

陽修、王安石、蘇東坡這樣的人物，既是政治家，又是學者，同時也是文人；像張載、二程這樣的人物

即是政治家，又是學者，卻不是文人；像趙普、富弼、包拯這樣的人物則只是政治家，既非學者，更非

文人。 一個士人，當他放棄社會關懷與道德自我提升的努力而返回個體精神領域，玩味喜怒哀樂之

情，觀賞山川日月之美，並且把從中捕捉到、體驗到的東西訴諸外在形式，那麼他就是文人了。
當一個時代允許文人們借助於詩詞歌賦等藝術形式表達其個人化情感體驗時，文學也就進入

的所謂“自覺的時代”。 漢代文人五言詩，即“古詩”正是在“文人身份”普遍形成的時期，亦即主流

社會允許詩歌這種曾經很神聖的言說方式表達無關於江山社稷、國祚民瘼的個人化情緒的時期應

運而生的，它所表達的情感乃是千百年中文人們的共同體驗，這種體驗是具有文人身份的士人的真

實“自我”，是他們的“本來面目”。 因此“古詩”就自然而然地與“文人身份”緊密聯繫起來了，成了

這一身份的標志。
作為政治家或官僚的士人需要有“官體”，需要承擔江山社稷以及民生方面的責任；作為經學

家、道學家或者道德楷模的士人需要端著架子、戴著面具做人，唯獨作為“文人”的士人可以展示自

己的真實的甚至是卑微的一面，“古詩”正是中國歷史上最早一批獲得文人身份的士人真實自我之

文學表徵，後世歷代文人都能夠從中看見自己的真實面目，所以總是可以獲得心靈的共鳴。 換言

之，“古詩”之所以能夠成為彪炳千古的文學經典，根本原因在於它是文人們普遍具有的真實自我

之寫照。 這種對普遍存在的真實自我的共同體驗呈現於詩文就凝練為一種“基本價值”，無論朝代

如何更迭，時代如何變化，只要這種基本價值存在，“古詩”的魅力就不會衰減。 如此說來，歷代文

人從“古詩”中看到的“真”、“情真”、“自然”、“天成之妙”等等，正與他們自身心態相切合，他們在

“古詩”中看到了自我，而且是不加掩飾的真實的自我，因此就給予“古詩”以極高的評價。 而這正

是“古詩”得到歷代文人推崇的根本原因。
從這個角度來看，論者嘗謂“古詩”為“千古五言之祖”（王世貞）、“五言之《詩經》”（王世懋）、

“千古五言之宗”（許學夷）、“詩母”（陸時雍）等等，均未切中肯綮，更確切的說法應該是：“百代文

人詩之祖”。 “古詩”既是“文人趣味”的最早呈現，又是對“文人身份”最初的確證，明乎此，在千百

年的歷史長河中它一直被文人們奉為經典也就不足為奇了。
如果把“古詩”與《詩經》、《楚辭》相比較就更能彰顯其文人趣味。 毫無疑問，“古詩”和《詩

經》，特別是《國風》都具有樸實、率真的風格，但《詩經》作品或者直率地描寫男女情好，或者直率地

抱怨世道之不公，都缺乏一種“文人味兒”，也就是“古詩”裡那種深刻的生命體驗與只有文人才會

有的多愁善感。 “古詩”和《楚辭》都有“怨”，但《楚辭》之怨是具體的，往往是政治性的，而“古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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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怨”卻基本上都是一種淡淡的哀愁，是對命運的無奈和人生的感慨，二者判然有別。 這都說明

“古詩”與文人身份的密切關聯。

三

套用馬克思談論古希臘藝術的話說，在中國文學史上，與《詩經》、《楚辭》一樣，“古詩”也具有

“永久的魅力”。 下面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中“文人趣味”是如何決定著人們對“古
詩”的闡釋的，從而考察這種“永久的魅力”形成的歷史軌跡。

在古代詩文評的歷史上，鍾嶸是最早為“古詩”的評價定調的。 在《詩品》中，“古詩”赫然列在

“上品”之首，其次是“李陵詩”，其次是“班婕妤詩”。 鍾嶸評“古詩”云：
其源出於《國風》。 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 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

千金！ 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 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
《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為驚絕矣！ 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這段話在“古詩”經典化過程中的作用和意義是無與倫比的。 對這樣為“古詩”定調的評論文

字是值得“細讀”的。 我們先看“其源出於《國風》”。 由於《國風》屬於經典，其地位至高無上，這裡

自然有抬高“古詩”身價的意味。 此外，還有一層意思可以看出鍾嶸之用心：“古詩”所表達的都是

人們的日常生活情感，這正和《國風》作品相近。 正如朱自清先生說：“這種作品，文人化的程度雖

然已經很高，題材可還是民間的，如人生不常，及時行樂，離別，相思，客愁，等等。”這種出於文人

之手而表達平凡情感的詩歌與《國風》中許多出於貴族之手而表達普通生活情感的作品頗有異曲

同工之妙，這種表達“人生不常，及時行樂，離別，相思，客愁”等生活中人人會有的一般性情感的作

品是沒有個性的，它體現的是某種集體性的日常情感。 正如法國漢學家桀溺所言：“《古詩》之所以

具有莫大的普遍性，是因為它們展示了人類共通的感情。 因之，《古詩》廣泛地徵引了民間格言諺

語，具體概述了人類的普遍經驗。”在西漢後期和東漢前期的經學語境中，詩賦或則被用來“潤色

鴻業”，或則用來美刺諷喻，這種普通人的普遍經驗是不能用詩歌這樣神聖的方式來表現的，所以

鍾嶸說“古詩”出於《國風》就可以使“古詩”對平凡情感的表達獲得合法性。 另外，就明白如話、樸
實自然的風格來看，儘管“古詩”作者未必有意仿效，但“古詩”與《國風》確實比較接近。

我們再來看“文溫以麗，意悲而遠”。 這裡用“溫”、“麗”、“悲”、“遠”四個詞語來概括“古詩”
的風格特徵。

“溫”這個詞語在儒家話語系統中原本指一種人格修養，《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

之。”（《學而》）又：“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述而》）又：“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

溫，聽其言也厲。”（《子張》）根據歷代注釋，“溫”一是指性情寬和仁厚，二是指容貌藹然可親。 總

之都是“仁”的具體體現。 最早把“溫”和詩文聯繫起來的大約是《禮記》：“孔子曰：‘入其國，其教

可知也。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經解》）這裡說的

是《詩三百》對人的道德修養所具有的功能。 最早用這個詞語來標示文章風格的是揚雄。 他說：
“《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及至東漢以後，“溫
雅”就成為一個關於詩文風格的批評術語了。 例如班固：“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王

符：“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王逸：“其詞溫爾雅，
其義皎而朗。”等等。

“麗”這個詞語在揚雄“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之說以前已經被用之於對言談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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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的評價了，如桓寬《鹽鐵論》：“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

劉向《列女傳》：“聰明遠識，麗於文辭。”東漢以降，“麗”及其組合詞“溫麗”、“雅麗”、“清麗”等被

普遍用之於對詩文形式的評價，意指辭藻的華美、豔麗，成為一個古人關於詩文書畫審美特性的代

表性概念。
“悲”的本義就是“悲傷”、“悲痛”，在《詩經》中多見“我心傷悲”、“女心傷悲”、“憂心且悲”之

類的詩句。 把“悲”這個詞語與文藝批評聯繫起來，最早應該是《呂氏春秋·適音》：“政治世之音安

以樂，其政平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 凡音樂通平政，而移風平

俗者也。”這段話與《禮記·樂記》同，只是個別詞語有別。 “悲以哀” 《樂記》作“哀以思”。 嵇康

《琴賦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為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 稱其材幹，則
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為貴。”《聲無哀樂論》：“玉帛非禮敬

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可知這個詞語主要是指藝術作品所表達的哀傷情感。 如果說後來“三
曹”與“建安七子”的詩歌可以說是“慷慨悲涼”，那麼“古詩”則“悲涼”而不“慷慨”，這也是“古詩”
不大可能產生於建安以後的重要佐證。

“遠”這個詞語原本指空間距離大，後來引申為時間距離長。 早在先秦時期，這個詞語已經帶

上形而上意味，例如《老子》以之形容“道”的存在和運演狀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

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 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
遠曰反。 反者道之動。”（第二十五章）到了魏晉時期，“遠”這個詞語又被用來評價士人個性氣質、
人格修養及見識，成了一種極高的價值標准。 如《世說新語》：“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

言之流。 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 （《德行》）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
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秀。”（《言語》） “林下諸賢，各有俊才子：藉子渾，器量弘曠；康子紹，清
遠雅正……”（《賞譽》）“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
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言語》）“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賞譽》）這裡的

“清遠”、“高遠”、“深遠”都是對人物極高的評價。 稍後，這個概念也被用之於詩文書畫的評價之

中，如《文心雕龍》：“《呂氏》鑒遠而體周，《淮南》泛采而文麗。” （《諸子》） “輝音峻舉，鴻風遠蹈。
騰義飛辭，渙其大號。”（《詔策》）“文之思也，其神遠矣。” （《神思》） “遠奧者，馥采曲文，經理玄宗

者也。”“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 （《體性》） “天高氣清，陰沉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
“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 （《物色》） “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 （《宗
經》）。 又如《詩品》：“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 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

遠大，頗多感慨之詞。” （《晉步兵阮籍》） “然托喻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晉中散嵇

康》）那麼“遠”的價值意義何在呢？ 上引諸例語境不同，“遠”的含義亦稍有差異，但其基本義是一

以貫之的，那就是“超越”二字。 “遠”即“超越”，或超越凡俗指向高雅，或超越世務指向精神，或超

越淺近指向深奧。 總之，“遠”這個詞語成為價值標准就意味著知識階層對現實政治的拒斥、對個

體性精神世界的追求，是“文人趣味”的集中體現。
如此看來，鍾嶸用“溫”、“麗”、“悲”、“遠”四個詞語來闡釋“古詩”，實際上乃是標舉“古詩”的

四種審美價值，由於“古詩”乃是“上品”之首，這四種審美價值也就表達了鍾嶸的審美理想；又由於

這四個詞語六朝時期已經被廣泛使用，故而它們大體可以代表此期士族文人普遍的審美理想。 這

種“審美理想”是“文人趣味”的集中體現。 “古詩”被認定為集中體現了這種審美理想，也就自然

而然地成了經典。 既然這種審美理想對於“古詩”成為經典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這裡我們就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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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追問：這種審美理想是如何形成的？ 其文化蘊含是什麼？ 下面我們就來討論這些問題。
如前所述，“溫”作為一種審美價值是從“溫柔敦厚”而來，是對儒家傳統的繼承。 這個概念的

要旨是不激不厲、平和委婉。 孔子對君子人格“文質彬彬”的要求，對《關雎》 “樂而不淫，哀而不

傷”的評價，漢儒對《詩經》“發乎情，止乎禮義”的概括，都與“溫”的價值意義相近，是儒家“中”與
“中庸”思想的體現。 如果究其根本，儒家的這種思想又可以視為對周代貴族精神的繼承和改造。
由於這個概念包含著極為深厚的文化底蘊，符合了士人階層普遍的精神旨趣，所以即使在玄學居於

主導地位的六朝時期，還是作為主要的審美價值而被接受。
“麗”這個概念所指涉的是兩漢以來在辭賦創作影響下形成的比較純粹的審美價值，是對文章

形式方面獨特審美特性的肯定。 因此，“文溫以麗”實際上是融合了儒家精神與六朝時期士族審美

趣味的評價，與揚雄“詩人之賦麗以則”之說一脈相承，可以說是對“古詩”形式方面的最高讚賞。
“悲”是一種消極情感，無論在儒家傳統中還是在道家傳統中，它都不是一個受到推崇的價值。

老莊之徒看破生死界限，以嘲笑態度看待悲傷，儒家則要求把“悲”嚴格限制在“禮”的框架中。 所

以這裡的“悲”作為對“古詩”所表達之情感意涵的肯定性評價，是對儒、道傳統的雙重突破，其所依

賴的主要資源是“時代精神”，即所謂任真自得、放浪形骸的士林風尚。
然而“悲”說到底還是一種消極情感，沉浸其中並不是士族文人想要的人生境界。 所以“遠”就

成了對“悲”的狀態的提升。 “悲”而能“遠”那就不是凡俗之人那種捶胸頓足的悲了。 如前所述，
“遠”在道家那裡原是“道”的存在與運演的狀態，在六朝的文化語境中，依然帶有“超越”的意義。
把這個概念與“悲”相聯結，所標舉的乃是一種“大悲”或超越的“悲”，可稱之為“道之悲”，其根本

特性在於不是對任何具體人和事的悲哀之情，而是對人生，對生命的悲憫之情，是一種深刻的生命

體驗。 由此可知，六朝士族文人之所以對連作者之名都無法確定的“古詩”如此青睞，最根本的原

因乃是因為這些看上去率意而作、肆口而出的詩歌正契合了士族文人對個體生命與個體情感的空

前關注，成為他們這些放棄了“通經致用”、“治國平天下”之宏大使命的精神貴族們人生體驗之

表徵。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鍾嶸對“古詩”“文溫而麗，意悲而遠”的評價是一種極高的評價，體現了

鍾嶸和他所代表的士族文人的審美理想。 那麼這種評價是不是對“古詩”固有意涵的揭示呢？ 儘

管我們相信這個評價是出於鍾嶸真切的閱讀體驗，並非出於建構某種詩學觀念的動機。 但是我們

還是有必要指出，這一評價之中包含了太多的“前見”，是詩人作詩之意、文本字面之意與闡釋者之

“前見”三者融合的產物。 這裡就有三重意義：作者究竟為何而作詩雖然已經不得而知，但是他的

寫作動機至少部分地外化為詩歌文本了。 此其一。 詩歌文本是由文字組成的符號組合，由於文字

符號的多義性，詩歌表達的含混性，必然使詩歌文本在具體讀者那裡呈現出詩人根本就沒有想到的

意義。 此其二。 闡釋者，即鍾嶸的文化修養、價值取向所構成的“前見”是闡釋的前提和基礎，是無

論如何也揮之不去的。 此其三。 三者融合便是“文溫而麗，意悲而遠”所包含的意義，也是“古詩”
在闡釋過程中呈現出來的價值。

四

及至唐代，“古詩”就已經成為與《詩經》、《楚辭》、《漢樂府》相提並論的詩學軌範了。 但是唐

代詩人有取於“古詩”者與六朝士族文人並不盡一致。 在朝廷“以詩賦取士”的影響下，再加上詩歌

自身發展的趨勢所致，從中唐開始，如何作詩成為文人們特別關注的問題，《詩格》、《詩式》、《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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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類的“專門之學”就大量出現了。 因此，唐代詩人對“古詩”之“佳處”的理解與他們的前輩就

有所不同。 蓋六朝士族文人特別關注“古詩”所表現出來的生命體驗與情感，而唐代文人則更關注

“古詩”是如何來表現這些生命體驗與情感的。 前者關注重點在“說什麼”，後者關注重點在“怎麼

說”。 下面我們來分析一段皎然的話來說明這一現象：
西漢之初，王澤未竭，詩教在焉。 昔仲尼所刪《詩》三百篇，初傳蔔商，後之學者以師

道相高，故有齊魯四家之目。 其五言，周時已見濫筋，及乎成篇，則始於李陵、蘇武。 二子

天予真性，發言自高，未有作用。 《十九首》辭精義炳，婉而成章，始見作用之功，蓋是漢之

文體。 又如“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傅毅、蔡邕所作。 以此而論，為漢明矣。

這裡有三個語詞值得細讀：“作用”、“辭精義炳”和“婉而成章”。
“作用”原是佛學常用語，釋典有“有作用論”、“無作用論”、“六內入處各有作用”等說法，是指

修習過程中人心有意識的活動。 皎然首先把這個詞語引入到詩學之中，並成為一個重要概念。 在

《詩式》中，皎然用這個詞意指詩人作詩時的著意、用心，近於我們通常所說的“構思”。 他說：“作者

措意，雖有聲律，不妨作用。”又：“氣象氤氳，由深於體勢；意度盤礴，由深於作用。”又：“直於性

情，尚於作用，不顧辭采而風流自然。”從這些語例來看，“作用”不是雕章琢句，也不是講究韻律，
而是在整體立意上用心思，近於現在常說的“布局謀篇”。 在皎然看來，“古詩十九首”在意義與情

感的表達方式上是頗具匠心的，這一看法不惟有異於六朝文人，與宋元以後論者對“古詩”的評價

也相去甚遠。 既要有“作用”，又要看上去“風流自然”，這顯然是對詩歌創作極高的要求。
“辭精義炳”是說“古詩”用詞精審准確，富有表現力，故詩的情感意旨表達得顯豁鮮明。 顯然，

這也同樣是肯定“古詩”在“怎麼說”方面的特點。
“婉而成章”是肯定“古詩”風格溫婉，富於文采。 這一評價基本上是繼承了六朝文人的看法，

意近於鍾嶸所謂“文溫以麗”。
總之，皎然對“古詩”的評價主要集中在表現方式、手法等方面，對其所表達情感意旨似乎不那

麼看重。 由於皎然對詩歌之體式、作法極為看重，所以面對在別人看來毫無匠心、本乎天成的“古
詩”，他也同樣可以讀出“作用之功”來。

到了宋代，情況又有所不同。 由於宋人特別重視學問，熱衷於探究義理，好議論，流風所及，詩
文也講究“意義為主”、“以理為主”，而且特別強調“言有盡而意無窮”。 歐陽修引梅堯臣云：“詩家

雖率意，而造語亦難。 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 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

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這種“見於言外”的“不盡之意”是對晚唐司空圖所說的“味外之

旨”與“韻外之致”說的繼承，也是對北宋後期范溫《潛溪詩眼》之“韻”說的開啟。 這裡的關鍵就在

於“有餘意”或“言外之意”。 可以說，對“意”和“韻”的高度重視是宋代詩學不同於唐代詩學的一

大特點。在這樣的語境中，宋人也難免用這一眼光來審視“古詩”了，如呂本中說：“讀《古詩十九

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入我牖，流光正徘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學

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不同。” “有餘意”，這是宋人對“古詩”不同於往代的新評價。
我們再看張戒的闡釋：

建安、陶阮以前，詩專以言志；潘陸以後，詩專以詠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 言志乃詩

人之本意，詠物特詩人之餘事。 古詩、蘇李、曹劉、陶阮，本不期於詠物，而詠物之工，卓然

天成，不可復及；其情真，其味長，其氣勝，視《三百篇》幾於無愧。 凡以得詩人之本意也。
潘陸以後，專意詠物，雕鐫刻鏤之工日以增，而詩人之本旨掃地盡矣。 謝康樂“池塘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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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川，顏延之“明月照積雪”，謝玄暉“澄江靜如練”，江文通“日暮碧雲合”，王籍“鳥鳴山

更幽”，謝貞“風定花猶落”，柳惲“亭皋木葉下”，何遜“夜雨滴空階”，就其一篇之中，稍免

雕鐫，粗足意味，便稱佳句；然比之陶阮以前蘇李、古詩、曹劉之作，九牛一毛也。 大抵句中

若無意味，譬之山無煙雲，春無草樹，豈復可觀？ 阮嗣宗詩，專以意勝；陶淵明詩，專以味

勝；曹子建詩，專以韻勝；杜子美詩，專以氣勝’。 然意可學也，味亦可學也，若夫韻有高

下，氣有強弱，則不可強矣。

張戒是南宋前期著名詩論家，他上承晚唐司空圖，下啟宋末嚴滄浪，是較早自覺反思宋詩之弊

的詩論家，在中國詩學史上有重要地位。 張戒認為詩之根本在“言志”，“詠物”乃是隨言志而生者。
“古詩”及建安七子、阮籍、陶淵明等人的作詩本意在言志而不在詠物，但其詠物卻達到自然天成的

至上境界，遠非後世專意於詠物者可比。 在張戒看來，只有這樣的詩歌才會具有“意”、“味”、
“韻”、“氣”等內涵。 換言之，張戒反對為詠物而詠物，主張“詠物”與“言志”相統一，並在詩歌整體

上呈現出意味與氣韻來。 “古詩”整體上呈現“情真”、“味長”、“氣勝”的特點，故為潘岳、陸機及南

朝詩人所不及。 “情真”是魏晉以來人們對詩歌的基本要求，無足深論；“味長”乃從鍾嶸“滋味說”
發展而來。 鍾嶸用“滋味”來說明五言詩能夠表達豐富的情感意蘊；張戒用“味長”來強調“古詩”
言近旨遠，令人回味不已的特點。 根本上還是在強調“餘意”、“餘韻”的重要性。 “氣勝”則是指詩

中所體現出來的詩人鮮明的個性氣質與很強的精神力度，這也是自曹丕“文以氣為主”之說以後在

文論、詩論中被普遍接受審美價值。 張戒認為“古詩”在“情”、“味”、“氣”三個方面都達到最高境

界，呈現出一種渾然一體的“整體之美”，故而為後世所難以企及。 這無疑是對“古詩”極高的評價。
後來嚴羽論“古詩”就主要強調這種難以分拆的“整體之美”。 他說：

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跡可求。
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 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

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 之類。 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

然耳。

嚴羽論詩標舉盛唐，對有宋一代詩歌喜歡說理、賣弄學問的弊病大加針砭，於詩歌作法提倡

“妙悟”，於詩歌意蘊講究“興趣”，從而開創出詩歌發展新境界，對元明以下詩歌創作與詩學思想的

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在嚴羽看來，詩歌創作關鍵在“悟”而不在議論和學識。 用今天的話說，詩歌

創作不是靠邏輯思維而是靠直覺思維，這是一種瞬間的體驗與想象。 嚴羽的“悟”或“妙悟”與劉勰

的“神思”涵義相近。 但是“悟”也是有高下深淺之分的，有“透徹之悟”，有“一知半解之悟”。 謝靈

運與盛唐詩人便是“透徹之悟”。 至於“古詩”則不在此一範圍，因為“漢魏尚矣，不假悟也”。 這句

話有兩層意思，一是說漢魏古詩自然高古，不是“作”出來的，而是自然流露出來的，所以連“悟”都
不需要。 另一層意思是說，因為“悟”的主要途徑是對前人作品的“熟參”，讀得多了，涵泳深了，“久
之自然悟入”。 “古詩”作為“千古五言之祖”（王世貞語），沒有什麼範本可以模仿參照，主要是出

於戛戛獨造，故“不假悟矣”。 由於“古詩”不是“作”出來的，沒有什麼方法可尋，所以就呈現一種

不容分析的“整體之美”。 所謂“氣象混沌，難以句摘”以及“詞理意興，無跡可求”。 是說如果分開

來看，“古詩”，沒有哪句話是非常精彩的，也看不出它在辭藻、立意以及表達的情趣上有什麼了不

起之處。 但是每首詩在整體上都顯示出一種能夠深深打動人的力量，呈現出一種難於言說的味道，
足以令人沉浸其中，流連忘返。 宛如一位美女，不施鉛華，淡雅素樸，自有其動人心魄處。 與唐人相

比，宋人作詩更加刻意，甚至有不少人把作詩視為較量學問、技巧的文字遊戲，因而確實有許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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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同嚼蠟”。 面對這樣的情形，嚴羽對“古詩”的推崇頗有振聾發聵之功能：唯有回歸傳統，返璞歸

真才是改變誤入歧途之宋詩的不二法門。

五

“古詩”之所以成為經典當然需要其所抒之情，所詠之物，所用之辭具有相當的普遍認同性，也
就是說，這些詩歌必然有某些基本元素具有跨時空的普遍意義。 同時，“古詩”之成為千百年間為

人傳誦的佳作，除了其所具有的普遍意義之外，必然還有其他時代所不具備的獨特魅力，如此方能

歷千載而不朽。 不同時代的人們對詩歌的這種普遍意義和獨特魅力的接受能力也就是被伽達默爾

視為“人文主義幾個主導概念”之一的“共通感”。前述南朝、唐、宋論者所揭示的“古詩”之審美特

性，諸如因死亡和離別而生出的生命體驗以及真實、自然、樸拙等風格，均屬於這些基本元素。 這是

一種個人情感，又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情感，不同於那種僅僅係於一己之私的私人情感。 正是這種

情感表達使得“古詩”可以經受實踐的考驗而保持經典的地位。 對此，明清時期的許多論者已經有

了很清醒的認識。 清人陳祚明嘗言：
《十九首》所以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 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

幾？ 雖處富貴，謙謙猶有不足，況貧賤乎？ 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誰不感慨？ 人情於所愛，
莫不欲終身相守，然誰不有別離？ 以我之懷思，猜彼之見棄，亦其常也。 夫終身相守者，不
知有愁，亦不復知其樂，乍一別離，則此愁難已。 逐臣棄妻與朋友闊絕，皆同此旨。 故《十

九首》難此二意，而低迴反復，人人讀之皆若傷我心者。 此詩所以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

情，人人各具，則人人本自有詩也。 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盡，故特推《十

九首》以為至極。

這段話說得精辟、透徹。 “人同有之情”即前引法國漢學家桀溺所謂“人類共通的感情”。 一個

人無論處於怎樣的社會階層，亦無論種族、性別、年齡，都不免會有相思之苦、離別之愁、生死之懼、
光陰之歎，這都是所謂“人同有之情”。 這種情感是詩歌得以存在的基礎，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人
人本自有詩”。 然而一般人或者“有情而不能言”，或者“能言而言不能盡”，所以或者不能成為詩

人，或者不能成為優秀詩人。 對“人同有之情”“能言”而且“能盡”，這正是“古詩”成為“千古至文”
的原因。

此外，“古詩”之成為經典除了表達了這種超越時空的“人類共通情感”之外，必然還具有為其

他時代不可企及的獨特性。 因為只有富於獨創性的作品才會具有“永久的藝術魅力”。 對此元代

詩人揭傒斯有所認識：
或者又曰：“古詩作於田夫野老、幽閨婦女，豈有法乎？”是不然。 《三百五篇》出於先

王之澤，沉浸醉鬱，道化所及，南北同風，性情既正，雅頌自作。 及變雅、變風，猶且發乎情，
止乎禮義，此人心之詩也。 云何《三百五篇》刪後之詩不能仿佛一語？ 蓋非王者之民，不

能作也。 豈特刪後，《春秋》之時，已不能作，孟子所謂“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

後《春秋》作”是也。 詩之法度，豈無自來哉？

這段話看上去頗有些道學氣，如老生常談，實則有精辟之見寓焉。 其“人心之詩”之謂可謂自

家體貼出來的見解。 這裡的“人心”不是指個人之心，而是指一個時期裡人們的普遍心理狀態，《詩
三百》之所以流芳百世並為後世所不能及，就在於它呈現了一個特定時期裡人們獨特的心理狀態。
古人之所以十分重視詩歌“觀”的功能，也是由於這個原因。 時代的差異性賦予詩歌的獨特性，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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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獨特性也就是呈現於詩歌文本中的一種獨特味道，一種難以效仿的風神氣韻。 但是這種特定時

代所獨有的普遍心理狀態卻並非一般詩人都可以表達的，尤其是當詩歌創作成為文人們一種交往

的媒介、爭勝的技能或消遣的遊戲時，其距離那種時代的普遍心理就很遠了。 《詩三百》與“古詩”
都不是刻意“作”出來的，而是自然流露出來的，所以才能夠成為此種普遍心理的表徵而不帶個人

色彩。 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說：
這時代作詩人的個性還見不出，而每首詩的作者，也並不限於一個人；所以沒有主名

可指。 《十九首》就是這類詩；詩中常用典故，正是文人的色彩。 但典故並不妨害《十九

首》的“自然”；因為這類詩究竟是民間味，而且只是渾括的抒敘，還沒到精細描寫的地步，
所以就覺得“自然”了。

朱先生很精辟地揭示出“古詩”在“文人五言詩”形成過程來自兩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文人趣

味與民間趣味的相互激發與相互融會。 由此而形成的那種既是文人的，又帶著“民間味”的風格特

徵正是特定時代留給“古詩”的印記，也是它的獨特魅力之所在。 後世文人學習其中的“文人趣味”
並不難，學習“古詩”那種與生俱來的“民間味”就不那麼容易了，因此，陸機等人的模擬之作無論如

何逼肖，總是差著那麼一層，原因就在於它們無法形成這種“文人趣味”與“民間味”渾融的獨特風

格。 對“古詩”這一風格特徵與獨特魅力明人謝榛嘗有精彩闡釋：
《古詩十九首》平平道出，且無用工字面，若秀才對朋友說家常話，略不作意。 如“客

從遠方來，寄我雙鯉魚。 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是也。 及登甲科，學說官話，便作腔

子，昂然非復在家之時。 若陳思王“遊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

晞”是也。 此作平仄妥帖，聲調鏗鏘，誦之不免腔子出焉。 魏、晉詩家常話與官話相半，迫
齊、梁，開口俱是官話。 官話使力，家常話省力；官話勉然，家常話自然。 夫學古不及，則流

於淺俗矣。 今之工於近體者，惟恐官話不專，腔子不大，此所以泥乎盛唐，卒不能超越魏，
進而追兩漢也。

明代文人似乎對“古詩”格外推崇，其“復古”之的鵠的正是漢魏“古詩”和盛唐詩。 他們有取

於“古詩”的主要是作品中洋溢出來的那種樸拙、自然的格調氣韻。 自然與樸拙是唐宋以降歷代論

者一致肯定“古詩”的基本特點，也是中國古代詩學的基本價值範疇。 但“古詩”的自然與樸拙與後

世頗有不同。 這裡的關鍵差異是：後世詩歌的“自然”與“樸拙”是在它們已經成為審美價值之後的

自覺追求，而“古詩”的“自然”與“樸拙”則是不知二者為何物的情況之下創造出來的審美價值。
一為自然呈現，一為自覺追求，判然有別。 正如謝榛所說：“有意於古，而終非古也。”這區別主要

表現在後世再也無法復現“古詩”那種“民間味”與“文人味”的完美融合。 譬如被認為具有自然樸

拙風格的詩歌，例如被譽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謝靈運和被稱為“隱逸詩人之宗”的陶淵

明，前者“自然”，後者“樸拙”，為歷代推崇效仿。 但與“古詩”相比，二人的“自然”與“樸拙”明顯是

“作”出來的，而非“流”出來的，他們的詩中蘊含的是純粹的文人情懷、文人趣味，明顯地是要拒斥

某種價值，凸顯某種價值，帶有十分明確的選擇性。 謝詩眼中的自然景物是一個於佛學、玄學均有

很深造詣的士族文人眼中的自然景物；陶詩筆下的田園風光與耕作也並非一般農夫的生活體驗也

有天壤之別。 “古詩”則不同，其所表達的乃是一種古樸自然的普遍情感，直言不諱地呈現心中的

惆悵、困惑和欲望。 諸如“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無為守貧賤，轗
軻長苦辛”、“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 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之類的詩句是兩晉之後的文人

們無論如何也寫不出來的。 這些其實就是朱自清先生說的“民間味”：由於“古詩”直接脫胎於兩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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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府詩和民間歌謠，故而自然而然地帶上了普通民眾的趣味，不像純粹的文人總是要選擇一副面具

戴上。 謝榛的“家常話”與“官話”之喻十分精辟，“家常話”是自然而然說出來的，“官話”刻意學出

來的，二者天差地遠。 謝榛此喻准確地說明了“古詩”的自然樸拙以及魏晉之後詩歌的變化過程。
“古詩”之所以難以企及主要是因為它是不經意而生者，作者並無成為詩人之動機，更沒有追求某

種風格、達到某種境界之祈求，只是借助於在樂府詩和民歌民謠中已經存在的五言詩形式將滿腹的

愁緒、恐懼和希求宣洩出來而已。
胡應麟說：“兩漢之詩，所以冠絕古今，率以得之無意。 不惟里巷歌謠，匠心信口，即枚、李、張、

蔡，未嘗鍛煉求合，而神聖工巧，備出天造。”無論是整篇布局還是一詞一句，“古詩”都看不出絲毫

人為安排佈置的印記，看上去完全是“得之無意”，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 這與後世詩人先生

出作詩的念頭再去尋覓可以表達的情感意蘊是剛好相反的。
徐禎卿嘗言：“由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為衰。 若乃文質雜興，本末並用，

此魏之失也。 故繩漢之武，其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體，其敝也不可以悉矣。”“由質開文”與“由
文求質”正是“古詩”與兩晉以後之歌在創作路徑上的根本差異之所在。 這個所謂“質”並非儒家的

人格修養與美刺諷喻，而是人人皆有的真實情感。 對此明人陸時雍頗有見地：
少陵精矣刻矣，高矣卓矣，然而未齊於古人者，以意勝也。 假令以《古詩十九首》與少

陵作，便是首首皆意。 假令以《石壕》諸什與古人作，便是首首皆情。 此皆有神往神來，不
知而自至之妙。 太白則幾及之矣。 十五《國風》皆設為其然而實不必然之詞，皆情也。 晦

翁說《詩》，皆以必然之意當之，失其旨矣。

在古代詩文評話語系統中，“志”、“情”、“意”這三個概念往往相互交融，很難分拆。 有時候說

“意”，其實是在說“情”。 陸時雍這裡明確把“情”與“意”看成是不同的東西。 對這段話可以從兩

個層面來分析。 一者，“情”和“意”是為兩種不同的詩歌創作之動因。 “古詩”以“情”為動因，故處

處皆情，了無人工斧鑿痕；杜詩以“意”為動因，故處處皆意，有跡可循。 二者，“情”與“意”是為兩

種不同的詩歌之蘊含。 “古詩”以“情”為其質，故其文皆情之表徵，內外渾然，不可分拆；杜詩以意

為其質，故一詞一句皆可析而得之。 惆悵、思念及喜怒哀樂之類屬於“情”，忠君愛國、美刺諷喻之

類屬於“意”。 “古詩”與《國風》相近，均以“情”為動因，為內蘊，故而皆無“必然之意”可尋，對此等

詩應體認之、涵泳之，而不能以為它一定有怎樣的意指，朱子之說《詩》恰有此弊。 其實自孔孟以

降，歷代儒家之說《詩》一律是要從詩中發掘出政治的或倫理的深意來，對其真正意涵，即所述之情

反而視而不見，概以“比興”論之，此種詩學闡釋思路，在“古詩”的闡釋史上亦不鮮見。 這一傾向唐

代即已開始，例如對“古詩十九首”首篇《行行重行行》，張銑注云：“此詩意為忠臣遭佞人讒譖，見放

逐也。”又如對“西北有高樓”一詩，李周翰注云：“此詩喻君暗而賢臣之言不用也。”這是典型的

漢儒說《詩》口吻。 宋元之時，如此闡釋“古詩”者並不少見。 對此種作為經學闡釋的詩歌闡釋之是

非對錯並不容易做出判斷。 因為年代久遠，作者無考，彼時詩人作詩之志無從知曉，僅從文本來看，
很難判定像《國風》、《古詩十九首》之類的作品最初究竟為何而作，也就沒有足夠的理由斷然否定

其為政治隱喻之可能。 對於今天的研究者來說，各種闡釋背後都隱含著豐富的文化歷史內容，對這

些闡釋產生的原因及其文化史意義進行再闡釋，乃為主要任務。

六

“古詩”在六朝時已經成為經典，至今依然。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明了，“古詩”之所以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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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首先是基於其詩歌文本所包含的“基本價值”和“獨特性”，其次則是歷代闡釋者不斷地意義

“賦予”過程。 儘管不同時代有著不盡相同的審美趣味，但闡釋者總是能夠從“古詩”中讀出他們想

要的東西來。 離開了闡釋，“古詩”不可能成為經典，在這個意義上說，“古詩”成為經典乃是鍾嶸以

降歷代闡釋者的功勞；但僅有闡釋，離開了其文本中所蘊含的豐富的“普遍價值”與“獨特性”，任何

闡釋也不會使“古詩”成為經典。 在這個意義上說，“古詩”文本自身諸特性為其成為經典提供了基

礎。 這一基礎的根本之點便是以最自然的方式表達最真實的情感。 “古詩”最令人讚賞的地方是

詩人敢於不加掩飾地呈露自己實實在在的所思所感，絲毫不怕社會道德評價的指摘。 後世詩人所

表達的情感可能也是真實的，但大都是經過選擇或克制的，也就是說，有些情感他們是不會表現出

來的。 “古詩”給人的感覺卻是不加選擇地表現情感。 像“空床獨難守”這樣“粗俗”的詩句，像“何
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這樣利祿之徒的表白，像“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 不念攜手好，棄我如

遺跡。”這樣低層次的抱怨，還有那種隨處可見的及時行樂庸人想法，諸如此類，在後世詩人筆下都

是不大會出現的。 日本漢學家青木正兒說：“漢魏間之詩，以骨氣勝，只是率直的發露感情，而不弄

文字之技巧，在這種地方，最有妙趣。”這裡的“率直的發露感情”也含有不怕暴露自己卑微心理的

意思。 正是這樣不加選擇和克制的情感呈現，賦予“古詩”以一種無可比擬的魅力，即所謂“妙趣”。
但是僅僅這些還不足以構成“古詩”超越時代的藝術魅力，其最能打動人的，乃是其面對離別、死亡

等所產生的深沉的生命體驗，這種生命體驗對任何人都有著無法抗拒感染力。 這是“古詩”之成為

經典的最主要的基礎性條件。 同樣重要而且不容置疑的是，“古詩”之成為經典的這些基礎性條件

只有在闡釋的過程中才具有意義。 換言之，“古詩”的經典化過程完成於闡釋之中，是歷代的不斷

的闡釋把“古詩”推舉進經典的殿堂的。 法國漢學家桀溺說：
自從鍾嶸作出了著名的評價之後，歷代文學評論家均競相重復強調，《古詩十九首》

源於《詩經》，尤其出自《國風》。 但他們只是通過某些細節的比較，就確定了這兩者之間

的淵源關係。 看來可以這麼說，《古詩十九首》仿佛是一股長期隱蔽的潮流，突然神奇般

地湧現出來，從而使這個淵源足以確保其聲名。 “詩經的繼承者”這樣的讚揚，簡直是無

以復加的！ 現代評論界並不否定《古詩十九首》與《詩經》之間的親緣關係，但認為在漢樂

府中更可以尋出《詩經》與《古詩》之間媒介的頭緒。 樂府詩本身通常被視為民歌，也就成

了《詩經》的後裔。 這些評論認為，《古詩》雖然經過文人的記載和潤色，但這些作品畢竟

來自那一時代的民歌，忠於民間的精神。

這裡桀溺所概括的觀點對於中國古代文學闡釋學的研究來說得特別注意，“古詩”被稱為“《詩
經》的繼承者這樣的讚揚，簡直是無以復加的”。 這的確揭示了“古詩”在闡釋過程中成為經典的最

重要的一環。 從春秋戰國之交直至東漢之末，《詩三百》或《詩經》在儒家價值系統中具有至高無上

的地位，在一個時期裡曾經被列為“六經之首”。 “古詩”被認為闡釋為“《詩經》的繼承者”，也就把

它的地位提升到同樣的高度。 如此一來，“古詩”中包含的那些不那麼高雅堂皇的情感意念也就可

以得到合理的解釋，因為《詩經》中也有許多同類作品。 由於“古詩”符合了闡釋者們的趣味，他們

有意提高其地位以消解其所表達情感的凡俗平庸，於是把就把它闡釋為《國風》的繼承者，從而十

分成功地把“古詩”擺在了經典的行列之中。 這裡表現出一種很高超的闡釋策略：相對於以四言為

主的《國風》，“古詩”實際上代表的是詩歌發展的新形式和新精神，但“古詩出於國風”之說卻巧妙

地隱藏了這種創新性，使“古詩”自然而然地獲得合法性。 從純粹的文學形式角度看，文學史上那

些能夠成為某種文學體裁之肇始的作品一般都會成為經典，因為它們為後世所效法。 桀溺敏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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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古詩十九首》標志著一種新的文學程式，即五言詩的崛起。 五言詩產生於民間，後為文人

所採納，並加以發展。 因此，《古詩》代表了口傳詩歌的創作期與建安詩歌繁榮期之間的過渡階

段。”“古詩”是民間口傳詩歌向成熟的五言詩過渡環節，因此標志著“一種新的文學程式”的崛

起。 這是對現代以來中外學者傑出研究成果的概括，同樣揭示了“古詩”成為經典的一個重要原

因：它是一種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新的文學體裁的產生的標志。 魏晉六朝時期固然也有七言詩、四言

詩及雜言詩等詩歌體裁，但佔據此期詩歌創作絕對主流的無疑是五言詩。 而“古詩”正是在吸納融

匯“漢樂府”和民歌的基礎上創造出的這種不久便走向文學舞臺中心位置的文人五言詩的發軔之

作，其經典地位自然無可置疑。
中國古代詩歌有一個悠久的傳統，從上古謠諺到《詩經》，從楚地巫歌到《楚辭》，從兩漢民歌到

《漢樂府》，由涓涓細流匯成浩瀚江河。 “古詩”的作者是這個傳統的產物，也構成這一傳統的組成

部分。 後世的擬作者、編選者、闡釋者也處於這一傳統之中，並通過自己的擬作、編選與闡釋行為進

一步豐富了這一傳統。 “古詩”之成為經典是因為它們在這一傳統中居於重要地位，而這一地位的

確立又有賴於魏晉以降歷代文人的闡釋。 魏晉文人對“古詩”的青睞並不是隨意的、偶然的，而是

取決於闡釋者與闡釋對象兩方面因素的契合。 就闡釋者而言，從“漢儒說詩”的經學闡釋模式中擺

脫出來之後如何建立新的詩學評價標准是他們面臨的重要任務。 這種新的詩歌評價標准的主旨就

是讓詩歌可以合理合法地表達個人情趣而不再是倫理教化的工具。 “詩賦欲麗”和“詩緣情”是這

種新的詩歌標准的理論表達。 就闡釋對象而言，“古詩”由於上述從內容到形式各方面的特點，就
順理成章地成了魏晉文人詩學評價標准的最佳表徵。 於是闡釋者與被闡釋者之間形成一種完美契

合。 由於形成於東漢中期，成熟於漢魏之際的“文人身份”在此後一千多年中具有相當穩定的性

質，所以“詩賦欲麗”與“詩緣情”始終是詩歌發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而“古詩”也始終是文人們倍

加推崇的詩歌典範。

①現代以來，關於“古詩”或“古詩十九首”的經典化

問題論者甚夥，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隋樹森

《古詩十九首集釋》、朱自清《古詩十九首釋》、馬茂元

《古詩十九首初探》、曹旭《古詩十九首與樂府詩選

評》，國外漢學家鈴木虎雄《中國詩論史》、青木正兒

《中國文學概說》、興膳宏《異域之眼：中國古典文學

論集》（戴燕選譯）、讓 - 皮埃爾·桀溺《論古詩十九

首》、保爾·戴密微《中國古詩概論》等人著述對這一

問題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也都提出了許多值得參

考的意見。 青年學者李祥偉博士的《走向“經典”之

路：〈古詩十九首〉 闡釋史研究》 更是一部研究“古

詩”經典化過程的專著，其中亦不乏精彩見解。
②題名李陵、蘇武的詩作雖未被蕭統列入“古詩”之

列，但在今天看來，這些詩與“古詩十九首”風格、體

制相近，作者同樣未可定論，故而也屬於我們所說的

“古詩”範圍。 下文提及的鍾嶸《詩品》之李陵詩、班

婕妤詩亦作如是觀。
③曹旭：《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91 頁。
④吳淇：《古詩十九首定論》，見隋樹森《古詩十九首

集釋》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55 年，第 8 頁。
⑤關於這個觀點比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有：李炳海《古

詩十九首寫作年代考》（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學報》，
1987 年第 1 期）認為《古詩十九首》應該產生於東漢

順帝至桓帝之間，稍早於秦家夫婦的贈答詩。 戴偉

華《論兩漢的“歌詩”與“詩”》 （廣州：《學術研究》，
2008 年第 2 期）認為有主名的文人五言詩與無名的

文人五言詩均應產生於東漢中後期；趙敏俐《漢代五

言詩起源發展問題再討論》 （《中國詩歌研究》第七

輯）與李炳海、戴偉華稍有不同，他從詩歌風格等角

度推斷，文人五言詩應該產生於東漢早中期而不會

產生於東漢之末。 這些見解各有所據，均有相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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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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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之說，今人木齋

《古詩十九首與建安詩歌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認為《古詩十九首》為曹植作於建安十六年

之後。

⑦劉師培：《中古文學史講義》，見陳引馳編校：《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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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 頁。

⑨范曄：《後漢書》第九冊卷七十九，北京：中華書局

標點本，1965 年，第 25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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